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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研究道教的目的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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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 《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将道教与儒教置于同等地位，并对道教伦理思想与社会现代性

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梳理。韦伯认为，道教某些特征与现代性、西方理性主义之间具有亲和力，但其巫术严重阻碍

了道教自身蕴含的理性化倾向，因而与现代性社会之间具有反向关系；韦伯研究世界诸多宗教的目的，并非在于论证

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而是通过探究西方现代性的起因，从而找到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为此，韦伯

提出，应该在一个开放的、而非单一封闭的范围内寻找或建构克服危机的价值体系。韦伯对世界诸多宗教独特性的强

调，恰恰可以视为韦伯力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思路和努力；在众多思想体系中，道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不失

为一种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进程的思想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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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

　　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制度之间的内在

关系，是马克斯·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验证

这种内在关系是否具有唯一性，韦伯广泛地分析了世界

其他主要宗教。中国儒教和道教亦因此被纳入研究范围，

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价值观念及其社会功能等问题，在
《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得到较系统的梳理。近年来，由于

儒学影响深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趋

势发展迅速，韦伯关于儒教与现代性社会之关系的相关

论述，亦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比较而言，其道教研究

的相关思想则关注不够。鉴于此，笔者拟着重分析韦伯

的道教研究工作，力图从中挖掘有益的思想。

一、道教研究的重要性

通常认为，儒教是韦伯研究中国宗教时的主要对象，

也是与基督教相比较的主要东方思想体系，而他对道教

的研究则往往被视为附带的部分①。但是，深入研读韦

伯的相关论著，不难发现，道教研究在韦伯的研究框架

中占据重要地位。

韦伯集中研究中国宗教的论文于１９１６年在 《社会科

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第４１卷第５册上首次发表，其标题

为 《儒教》（Ｄｅｒ　Ｋｏｎｆｕｚｉａｎｉｓｍｕｓ）。１９１９年，韦伯又将该

文修订之后以 《儒教和道教》为题编入 《宗教社会学论

文集》中，次年正式发表②。比较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９年两个

版本，可以发现韦伯思想的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关于中国宗教整体性特征的思考日益明晰。

１９１９年版的 《儒教和道教》将１９１６年版的 《儒教》第

一章 “社会学基础”扩充为四章，分别为 “城市、君侯

与神祇”、“封建国家与俸禄国家”、“行政与农业制度”、

“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四个具体方面。杨庆堃在英译

本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 “导论”中指出：“在英译本

的２４９页里，有１４１页，或者说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主

要是在描述中国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特性，并将之比对

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而仅在某些段落中偶一

提及宗教。”③由此可见，韦伯在修订过程中日益重视中

国封建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并将之视为儒教、道教等

中国宗教之所以具有整体性特征的 “社会学基础”。在全

面考察中国组织化的宗教时，这种认识成为韦伯的一个

思想基础，并由此引发其研究结构和对象的调整，即强

化道教研究，以弥补其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结构不合

理、研究结论不精准的缺陷。韦伯之所以重视中国宗教

整体性特征的 “社会学基础”，其目的在于说明，在一个

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彼此相异的宗教都有其相同的

社会土壤或生存背景。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不仅仅

是儒教的社会基础，也为道教等其他宗教所共有。因此，

研究中国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必须把握中国宗教

的整体性特征。换言之，仅仅讨论儒教是不够的，还需

要将中国其他主要宗教纳入研究范围，由此才能保证研

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结论的准确性。

其二，“道教”与 “儒教”并置，且作为文章的标题

被凸显出来。１９１６年版的 《儒教》被更名为１９１９年版

的 《儒教和道教》，标志着道教已被纳入韦伯的研究范

围，并成为韦伯研究中国宗教时的一个出发点。在 《儒

教与道教》一文中，这一变化具体表现为：首先，从研

究思路看，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是在 “儒教———基督新



教———道教”三元关系框架而非 “儒教———基督新教”

二元框架中展开的。韦伯认为，基督新教与儒教在经济

伦理思想方面几乎完全相反，而道教与儒教在教义和实

际活动中往往构成竞争关系，他说：“我们关心的是官教

（儒教是中国的国教）同非经典的民间宗教之间的立场分

歧，后者是否能够成为偏离了 （儒教）方向的生活方法

论之源。”④换言之，是否能够在基督新教与非主流的、

且主要流传于民间的道教之间找到某种亲和性，从而发

掘中国宗教内部孕育现代性社会的可能性，是韦伯道教

研究的主要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韦伯在研究中国宗

教时，非常注重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相对完整性。其次，

从内容上看，《儒教和道教》一文主要关注儒教和道教两

种宗教而非仅限于儒教。该文许多部分将儒教和道教视

为互补的对象而加以比较、归纳。例如，韦伯认为，儒

教与道教一样是传统主义的⑤，同样具有神秘主义前

提⑥，甚至正统儒教也保留一定程度的巫术⑦。总之，道

教作为民间宗教，与作为精英宗教的儒教之间既具有差

异性，又具有相似性。而正是 “由正统和异端共同形成

的独特的中国式的 ‘世界观’”⑧，共同塑造了 “中国宗

教”的内涵与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韦伯的研究工

作中，道教研究与儒教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

是 “儒教———基督新教”对比框架下的衍生命题。

总之，是否重视道教研究，直接关系到研究中国宗

教的结论是否准确、是否具有说服力的问题，更牵涉到

基督新教与西方现代性社会之内在关系的唯一性证明。

鉴于此，韦伯非常重视道教，并将之视为中国宗教文化

的有机部分而给予考察。

二、道教思想与理性、现代性之间的反向关系

世界宗教样态多种多样，但其中一部分宗教由于注

重顿悟、直觉、本能、想象、情感等把握世界的方式和

能力，因而其非理性思维特征明晰；而另一些宗教则注

重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解终极世界的方法，因而其理

性思维特征凸出。所谓理性，一般是指概念、判断、推

理等逻辑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它作为人的精神活动，

常常被用于感性的经验对象，是人们把握经验对象的本

质或共相的认识工具。在韦伯看来，基督教 （包括新教

在内）便是理性思维特征凸显的宗教。而且，基督新教

伦理的理性化是现代性社会之所以生成的精神动力，两

者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这是因为，由于上帝的超验性

特征，神学家们无法通过感觉、知觉等途径获得其认识，

便只能充分运用概念逻辑来推论和证明上帝存在的状态。

而推论的鉴别标准由于无法来源于实证经验，也就只能

是 “思想的无纷扰，逻辑的无错误”，即思维逻辑规则。

这表明，基督教的思维方式具有浓郁的理性色彩。而宗

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其理性精神更为显著。由于 “因

信称义”等新教教义充分肯定了人的自我救赎能力，并

指出了自我救赎的路径 （即证信），因而在神学领域内形

成了一个崭新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相对于蒙昧主

义盛行的中世纪而言，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

肯定，人对财富、情感的现世追求通过新教教义 （例如，

为上帝积攒财富）而得以含蓄的表达，且得到肯定。在

这种伦理理性化进程中，满足人欲的科学技术等工具理

性得以强化。由于科学具有客观性、流变性、超越性等

特征，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催生了注重实效而淡化信仰、

注重变化而否定封闭固化等价值观念，并在制度层面建

构了一个开发的、民主的社会体系。现代性社会也因此

诞生。所谓现代性社会，即与农业社会及其手工劳作方

式、封闭的生活环境、人身依附关系、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封建集权专制、思想蒙昧主义等特征相对立，是

工业文明及其与之匹配的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开放

流动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市场经济、

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 （即注重和满足

人性需求）等诸多要素共同组成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

模式。可以说，现代性社会是西方观念理性化和工具理

性强化过程的物化形态和必然产物。

那么，东方社会的宗教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开启现代

性社会的精神动力？例如，道教是否具有理性精神，且

能促进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化、现代化进程呢？对此，

韦伯在研究 “中国宗教”时，非常注重其理性化程度。

在 《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通过考察道教与儒教、

市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关系，

探讨了道教的理性化程度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

结论和分析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道教某些特征与现代性、西方理性主义之间

具有一定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具体表现为：其一，中国

道教信众的某些特征类似于西方 “市民阶层”。韦伯认

为，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有两个阶层，即由儒教知识分子

组成的 “仕人阶层”以及由商人、手工业者、部分知识

分子，甚至部分农民所组成的 “市民阶层”。 “儒教是受

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

理。”⑨在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知识分子垄断了政治权力

和精英宗教，享受着帝国的财税成果，支配着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但是，儒教的经济伦理既否定追求经济利益

的正当性，又忽视个人的世俗利益。儒教的祭祀 “都是

受过高贵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品，而置民众的典型

宗教需求而不顾”⑩。在这种情况下，“市民阶层”的宗教

需求不可能从精英宗教中得到满足，道教因此成为民间

的、非官方的主要宗教形式。道教之所以为 “市民阶层”

所支持，是因为道教可以提供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宗教内

容，例如 “对今世和来世的健康、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希

望”瑏瑡，即张扬人性，充分肯定人的现实需求和生命的价

值，而非佛教的空无说教、儒教的孝道观念及其修齐治

平等价值追求。为了支持人们各种现实需求，道教创建

了商人的职业神 （关公）、财神、执掌功名利禄的文曲星

君等各种功能齐备的神仙体系。道教弥补了儒教忽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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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阶层的具体利益需求这一不足。韦伯特别强调，由于

儒教没有为商业活动提供现实保护和精神护佑，商人的

日常伦理和个人利益与道教价值目标更为相关，因而道

教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此外，道教的世俗

化特征也使得它在商人阶层中得以普及。韦伯说：“后世

的道教所具有的 ‘非教养的’、反教养的性格，是造成它

（虽然并非绝对唯一）在商人的圈子里扎根深入的缘

故。”瑏瑢在韦伯看来，这些方面都暗示了商人群体的重要

特征：商人虽然与儒教伦理的道德理性主义相疏离，但

更具有在日常事务中的世俗理性。韦伯说：“知识分子始

终是理性主义的体现者，工商业者 （商人、手工业者）

至少可能是理性主义的体现者。理想主义可以有极其不

同的特征，在一种情况下偏重于理论，在另一种情况下

又偏重于实践”瑏瑣。这就是说，与注重理论的理性主义不

同，道教及其信众主体——— “市民阶层”可能从实践中

开启另一种理性主义，而这种实践理性由于强调功用、

效率，恰恰可能与科学技术等西方工具理性之间具有某

种亲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信徒与 “市民阶层”

的身份具有重叠性，且两者的价值追求都有共同之处。

因而，实践理性便有其践行者。其二，道教巫觋之术蕴

含着大量的经验知识和技能，这为具体科学的形成提供

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例如，占星术对气象学的形成、从

植物和矿物中提炼神药的炼丹术对药物学及其药理学的

形成、呼吸吐纳法对科学呼吸术的形成等瑏瑤，都具有较

大的提示功能，因而有助于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巫觋之术窒息了道教自身蕴含的实践理性因

素，由此堵塞了自身的理性化过程以及现代社会的生成

之路。韦伯认为，道教的法术之所以能够直接限制道教

伦理理性化程度及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其原因在于，

古代道教隐士为其信徒提供了一个超越生死、长生久视

的终极世界———仙境，以及两个通达仙境、消灾解厄的

自我救赎途径：一是长寿术，二是巫术。其中，遁入山

林而进行身心修炼的长寿术，具有明显的出世而非入世

的精神特征。而这种出世精神不仅限制了人们对自然界

的深度追问和科学萌芽，而且必然引起 “把人神化”的

神秘主义倾向。这是宗教理性走向极端之后所产生的非

理性后果。因此韦伯认为，“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

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

行的”瑏瑥，炼丹术、呼吸吐纳法等关于长寿的经验和技

能，受巫术世界观局限而未能被提升为科学技术。此外，

巫术也直接阻碍了道教伦理的理性化过程。这是因为，

巫术既是道教与儒教理性主义的分界线，“在道教发展的

最后阶段，正是魔法把它同儒教区分开来的”瑏瑦，也是将

“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性引向神秘主义，从而阻碍中国社

会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最终，韦伯认为，“道教不过

是个巫师的组织”瑏瑧。而且， “在任何情况下，从道教里

都找不出通往理性的———不管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

生活方式论之路，相反，道教的巫术只能成为产生这种

方法论的严重障碍之一”瑏瑨。

从道教某些特征与现代性、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亲

和力的发现，到完全否定道教与现代性社会的内在关系，

在这一考察过程中，韦伯得出了关于道教研究的最终结

论。韦伯研究儒教和道教之后，否定了中国宗教思想与

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结论成为基督新教与西方

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唯一性认识的证明材料之一。

三、韦伯研究宗教的目的及其启示

世界主要宗教与现代性生成的关系，是韦伯研究的

一个核心问题。那么，其研究目的是什么呢？对此，中

外学界大体存在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认为，韦伯以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开端，之后相继比较研究

了一系列世界主要宗教。其目的在于发现并肯定现代性

或理性化进程与基督教伦理内在关系的唯一性，进而在

价值层面肯定或佐证西方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第

二种解读认为，韦伯考证基督教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内

在关系，主要起因于对西方现代性的焦虑和反思，他更

为关注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这是因为，韦伯从精神动力

的角度入手，在阐述宗教伦理观念、理性化、祛魅与现

代性社会之间的派生性关系时，既肯定了理性化进程所

产生的西方现代科层制及其所包含的合理性，又深刻地

感受到理性化社会的扩张所引起的文化危机，以及理性

化的官僚制度对个人自由的压抑瑏瑩。从这个意义上说，

韦伯并非以一种完全乐观和肯定的态度来讨论资本主义

的生成，其宗教比较研究的目的亦并非是论证西方文明

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而恰恰是对西方现代性及其社会

危机感到深切焦虑时所形成的反思。在此，宗教研究仅

仅是探究西方现代性的起因，以便于由此找到一种克服

现代性危机的路径。

韦伯宗教研究目的的两种理解，究竟孰是孰非呢？

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将视野扩大到韦伯一生

的研究及其论著中。只有这样，才能相对完整地理解韦

伯研究宗教的价值立场、研究理路和研究目的。纵观韦

伯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不同时期的论著，他除了撰写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有关具体

宗教的论著，阐述宗教伦理与现代性社会的关系问题外，

还撰写了 《经济与社会》、《政治与学术》等论著和讲稿，

阐述了现代化及其理性化趋势与人的选择、个性、自由

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是韦伯后期研究的重点

和主要议题。换言之，宗教伦理理性化与现代性社会之

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现代化及其理性化趋势与人的选择、

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是韦伯一生中的主要研究指

向。韦伯前期与后期研究的重心及其议题的转变，反馈

出韦伯思想或问题意识的发展脉络：西方宗教伦理理性

化进程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性社会；而理性化

与现代性社会使人丧失了 “个性”和 “自由”，将人变成

理性或工具理性的 “动物”；必须找到克服这种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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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为此，韦伯力图提出一个消解异化的方案，即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由之门。他认为，“为了回到个人的

本性，进而回到大自然去，必须从科学的理智主义中摆

脱出来！”瑐瑠这是因为，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不能给人

们提供人生及其世界的 “意义”。相反，人们只要找到能

够操守一生的价值、信念、责任，并将之践行于劳动和

生活中，就能够坚守自己价值判断上的 “个性”和 “自

由”，从而坚守生命与生活的自由瑐瑡。这是因为， “这种

自由是一种在理性化基础上找到的价值自由，这种自由

中包含着自己对自己信念与道德的考量，这样的自由才

是真正的自由，践行这种自由的人最有魅力”瑐瑢。换言

之，要克服理性化、制度、秩序使人丧失个性、选择、

自由的问题，人们就必须找到自己的价值与责任，并在

恪守过程中实现 “自由”。那么，哪一种价值体系及其使

命意识能够让人获得自由呢？在这个问题上，“诸神又打

架了，而且将永无休止的闹下去”瑐瑣。换言之，哪一种宗

教伦理或价值体系能够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往自由路径的

问题，是一个见人见智、争议很大、无法归结的问题，

人们只有 “正视时代命运”瑐瑤，才能去找到可能的 “自由

之门”。归纳韦伯上述思想，可以看出其若干观点和基本

立场：其一，基督新教伦理理性化所催生的现代性社会，

存在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危机，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其二，价值观念和使命意识的树立，是克服现代性社会

约束人的个性、选择、自由等问题的方法；其三，通往
“自由之门”的价值观念和使命意识是什么，韦伯并未正

面回答。

对此，笔者认为，其一，上述目的分析的第二种解

读更为合理，即韦伯研究宗教的目的，是从中探究西方

现代性的起因，以便于由此找到一种克服现代性危机的

路径。其二，韦伯的解决方案强调思想观念层面的 “自

由”感受，而非来自于现实制度层面的真实的自由，并

具有较强的禁欲主义色彩，因而并不具有真正解决现实

矛盾的可行性。其三，面对 “众神之争”，韦伯没有明确

提出一种通往自由的价值体系，但却提出了一个开放的、

而非单一封闭的选择范围。由此为世界诸多价值体系争

取了一个显现自身独特效能、以克服各种矛盾和危机的

生存空间和存在理由。而韦伯对世界其他宗教独特性的

强调，恰恰可以视为韦伯力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思

路和努力，即在众多宗教样态的研究中发现可以克服危

机的思想体系与方法。遗憾的是，韦伯在研究道教等其

他非西方宗教时，并未发现能够消解现代性危机的观念

体系。

现代性危机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运动的

必然产物。而克服这种危机，首先需要寻找或建构一种

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价值体系，即需要

一种能够消解过强的主体意识、创造欲望及其追求效率

和利润的观念体系，以建立起有助于人们身心协调、人

我协调、天人协调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制度，从而使人的

个性与自由在现实层面得到存在的合理空间。非理性主

义、反科学思潮作为与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价

值体系，具有纠正、弱化科学主义及其危害的潜在功能。

而在非理性主义阵营中，道教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是一

种典型。由于道教具有独特的宇宙生成论 （即 “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与之匹配的 “天人

合一”思想，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上，合逻辑地建立了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
（例如，尊道贵德、无为而为、恬淡无欲、不为物累、与

世无争、遇人无忤、周穷救急、有财相通等）。今天，在

自然灾难频发、主客二体矛盾尖锐，以及社会动荡不安、

人际关系冷漠脆弱的背景下，道教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

则不失为一种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进程的思想观照。

（责任编辑：又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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